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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

[目標與動機] 公務人員保障制度是平衡

民主與行政相關制度建構重要的一環，如

果我們視公務人員保障制度為一種縮限

行政權「官僚控制」能力、建構官僚「行

政中立」誘因結構的作為，則我們可以在

「誰要行政中立？」的關鍵問題之下，推

論現勢聯盟(enacting coalition)，不應該會

主動釋放權力，建構行政中立相關法制建

設，因此，本文最主要的研究問題，就是

回答：「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於 85
年的成立，為何是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時

刻？」

[理論與方法] 本文植基在新制度論的範

疇當中，討論制度起源的問題，由於新制

度論內部對於該問題有來自於經濟學與

社會學兩股不同勢力的說法，本研究也將

保訓會成立的過程，當作一個「關鍵個案」

(critical case)，以個案研究中運用現有資

料分析與深度訪談的方法，一方面了解並

回答保訓會成立的過程中，各種關鍵參與

者的偏好與互動內容，另一方面也作為理

論上檢定不同新制度論流派間，解釋效力

的優劣，是為一種「關鍵個案研究」的方

法。

[結論與貢獻] 本研究結論對學界可產生

三個主要貢獻：其一，對於官僚控制理論

的相關研究，提供一條結合行政中立與制

度起源的路徑；其二，藉由新制度論觀點

的重新詮釋，彰顯研究人事制度起源在公

共行政學界的重要性；其三，對於新制度

論內部流派的爭議，可以藉由本研究進行

新一波的對話與整合。對實務界來說，本

研究也可打開長久以來台灣學界對行政

中立研究「重訓練、輕忽保障機制設計，

以及焦聚規範性理論、忽略實證研究」的

現象，提供一個針對台灣政治環境而設定

的理論與實務思考架構。

關鍵字：官僚自主、行政中立、新制度論、

關鍵個案研究、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

會

Abstract

Institutional protection of for civil servants’
rights i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tool to
balancing democracy and administration in
modern democracy. Administrative neutrality
can’t be sustained if no institutional
protection is backing their neutral actions.
However, the question of“who wants
administrative neutrality”is an important one
if we want to know the logic of origin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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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institutions.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Wh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ivil Service Protection
& Training Commission is during KMT’s
one party dominating era?”By using“critical
case study”method, this research also intends
to answer the long-standing theoretical
question of which branch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is best suitable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institutional origin,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or
sociological/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Key Words: Bureaucratic Autonomy,
Administrative Neutrality, New
Institutionalism, Critical Case Study, the
Civil Service Protection and Training
Commission

二、研究緣起

(一) 研究目的

…依照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之規
定，公務人員保障系本院掌理事項；且
睽諸世界先進國家，在增進維護公務人
員權益方面，率由人事主管機關掌理。
而公務人員保障事項，與全體公務人員
切身權益息息相關，亦涉及政策、法制
層面問題，為貫徹憲法賦予執掌，因應
公務人員權利意識日漸抬頭之時勢發展
需求，允宜設立專責機構統籌規劃辦
理…為求健全文官制度與樹立公務人員
行政中立化目標，以期政黨政治健全運
作，乃於原考選、銓敘兩部之外，另增
設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 民國八十三年考試院組織法修正草案，送立
法院條文說明文字(底線為作者所加)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請參立法院公報第 83 卷，第 41 期，頁 85-86，

表格第六條說明欄。

本研究的目的有三：
甲、接續過去作者在「誰掌控官僚體系」

（who controls bureaucracy?）問題上
的耕耘，將問題從「制度功能」轉換
到「制度起源」(institutional origin)的
範疇，以「誰要建構行政中立？」(who
wants administrative neutrality?)的角
度，來觀察並解釋台灣行政中立法制
建構的過程，尤其聚焦在公務人員保
障暨培訓委員會的設置。

乙、在理論研究上，本研究針對新制度論
當中「經濟學影響的新制度論」以及
「社會學影響的制度論」之間，解釋
制度起源上最根本的差異，也就是「算
計因素」(calculation factor)與「文化
因素」(cultural factor)兩者之間，進行
質化與量化並重的理論驗證工作。在
經驗研究上，本研究以「關鍵個案研
究」(critical case study; Eckstein, 1975)
的方式，選擇台灣於民國 83 到 85 年
間，於既有的人事制度當中所建構的
「公務人員保障機制」為主要個案。

丙、本研究結果對於公共行政學門中學界
與實務界過去對「行政中立」內涵偏
重 訓 練 、 輕 忽 保 障 機 制 設 計
(mechanism design; Hurwicz, 1973)，以
及焦聚規範性理論、忽略實證研究的
現象，提供一種針對台灣政治環境而
設定的理論與實務思考架構，為往後
學界對於人事制度理論與實務的發
展，開啟一條從新制度論出發的研究
道路。

上述的研究目的，都不脫離作者過去
五年長期研究民主與官僚問題的大方向，
也就是「誰掌控官僚體系？」或是「官僚
自主」(bureaucratic autonomy)的問題。理論
發展方面，作者一直從事理性選擇制度論
的發展與應用工作，本次研究引進制度起
源的概念，不同於以往單單站在理性選擇
制度論的做法，本次研究作者將站在新制
度論整體的高度，對「理性選擇制度論」
與「歷史制度論」之間解釋能力的優劣點，
作一個關鍵案例的比較。經驗驗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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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對於官僚體系控制的經驗研究，也持
續過去三年針對特定組織（府會聯絡機
制）、特定功能(行政中立)、以及特定政策
(全民健保政策)的研究路徑，特別是 2002
年國科會研究對於「行政中立」從誘因結
構重新定位的結果，引申出「誰要建構行
政中立？」的理論內涵，並進一步提出「為
何在國民黨政權穩固的時代，要推動行政
中立法制化的工作？比方說，設立考試院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的研究問
題。

(二) 文獻回顧

「官僚控制理論」(theories of political
control of bureaucracy; Frederickson and
Smith, 2003)近來成為學界研究的焦點，主
要來自於官僚體系對一國政策產出有著不
可磨滅的影響力（Bourke, 1984; Downs,
1967; Meier, 1989），不論是官僚自主
(bureaucratic autonomy; Huber and Shipan,
2002)、官僚政治控制(political control of
bureaucracy; McCubbins, Noll and
Weingast,1987, 1989) 、 官 僚 裁 量 權
(bureaucratic discretion; Calvert, McCubbins,
and Weingast, 1989)、與權力授與(delegation
of power; Bendor, Glazer, and Hammond,
2001)都成為學界熱門研究的領域。

隨著學界引進「代理人理論」（agency
theory; Arrow, 1985; Weingast, 1981, 1984）
討論官僚體系的政治控制問題，站在官僚
體系是執行者而非決策者的角度，想了解
官僚體系「聽話」或是「順服」程度（下
一部分將回顧）﹔當然，公共行政學界自
1900 年代從政治學界分家出以來之後
（Wilson, 1887），研究官僚體系的地位與
運作成為天職，但是，與政治學者比較起
來，公共行政學者並非單從政治控制行政
的角度出發來理解「三百六十五天的治
理」，他們也從規範性的角度，提出官僚
體系作為一個獨立的權力實行者正當性的
論述，認為官僚體系從「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出發所提出的政策建議，反而更
能兼顧公平與正義，彌補民主政治的缺失
（余致力 , 2000; Goodsell, 1983; Marini,

1971; Meier, 1997; Wamsley and others,
1990），這種對官僚體系相互衝突的論述
內容，反而更可以讓我們深入了解民主政
治對獨立官僚體系需求的真相（Miller,
2000）。

對台灣而言，學界跟隨這股世界學術
潮流的同時，也認知道我們正歷經民主鞏
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的階段，相對於
英美穩定民主制度的國家，研究台灣可以
讓我們看到制度作為一種動態遊戲規則建
構的面向，它是一種「國家建構」
(state-building; Strauss, 1998; )的過程，這過
程中，官僚體系的自主性是一種「政治資
產」(political asset; Christensen, 2001)，了
解這個過程應該是研究台灣問題對國際學
界可以貢獻的關鍵所在。

新制度論研究的發展，讓公共行政學
中官僚體系的政治控制問題，有了新的發
展風貌，也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然而，
新制度論內部的分歧，也讓學界解釋現實
世界現象時，出現理論抉擇的情境。本研
究接續作者 2002 年的研究結果，聚焦「行
政中立」的概念，討論台灣政治轉型過程
中，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制度起源
(institutional origin)的相關議題，一方面，
從「誰要行政中立」的角度來觀察保訓會
成立過程中，各方制度偏好統合的結果，
另一方面，也從關鍵個案分析的角度，將
所觀察的結果回饋到新制度論中從新制度
論最大的概念分野：「算計因素」(calculation
factor)與「文化因素」(cultural factor)兩者
之間，進行質化與量化並重的理論驗證工
作，重新檢視新制度論的。接下來，本研
究將針對三個理論面向進行回顧，包括官
僚控制理論、行政中立研究、與新制度論
等，作為本研究的理論基礎。

(1) 官僚控制理論

就控制官僚的分類上來說，可以分為
下列三種說法。其一，從官僚課責的形式
來分，官僚體系的控制系統可分為(a)法律
機制，(b)文官專業與倫理訓練，(c)官僚內
部層級節制的管理機制；(c)國會監督
(congressional oversight)等四種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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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就憲政架構中權力分立的方式
來看，官僚體系的控制來自於民選總統、
立法機關與司法體系等三個方面(Gruber,
1988; Hammond and Knott, 1996; Macey,
1992; McCubbins and Schwartz, 1984)，官僚
體系面對控制的情勢是「多頭」的，而官
僚體系的行政範圍，就是由這些憲政機關
彼此間「拔河」的結果，這種控制結構也
是官僚體系自主性的重要來源，根據 B.
Guy Peters(1995: 303-318)的歸納，立法機
關的政治控制方法計有：部會首長的苛
責、預算控制、調查權、選民服務、行政
命令審查、執行評估等方法，而行政首長
控制官僚的方法則有：人事任免權、調查
權、組織重組、經費配置等，至於司法單
位對於官僚體系的控制方法則是以行政法
治的建構與執行為主。

其三，就官僚組織內部與外部的方式
來分(Levine, Peters, Thompson, 1990:
191-203)，內部的控制手段包括：行政倫理
與民主價值訓練、專業主義的提倡、方案
執行承諾的要求、與代表性官僚的強調，
而官僚體系外部控制的手段則包括，行政
程序控制與資訊公開、民選政治人物的掌
控(包括國會與民選首長)、法院的介入、人
民與利益團體的參與(包括政黨)、官僚體系
間的相互制衡(如中央與地方關係、環保署
與經濟部等)。

最後，從經驗上來說，到底是誰掌控
官僚體系的問題，也引起學者對於美國體
制運作的廣泛注意，一般可分為五種看
法︰

(a) 國會宰制：Weingast and
Moran(1983: 767-68)認為，「國會
宰制」(congressional dominance)是
官僚與民主關係中的常態，國會從
整體、委員會與議員個人，都會應
用介入的方式試圖控制官僚體系
(Fiorina, 1979: 134)，其介入的方式
可分為各種事前機制(ex ante
controls ; McCubbins, Noll and
Weingast,1987, 1989)、與事後機制
(ex post controls; 比方說”獎”預算
增加與”懲”收回授權等動作，請參

Weingast, 1984; Weingast and
Moran,1983; McCubbins and
Schwartz,1984)。

(b) 行政總統：另一批學者則認為總統
在行政與立法爭取控制官僚體系
的爭奪戰中，屢屢獲勝而形成所謂
的「行政總統」現象(administrative
presidency; West and Cooper,
1989-90; Cole, 1979; Devine, 1991;
Moe, 1985a; Waterman, 1989)，其中
以應用預算權力來控制官僚的現
象最為明顯(Kiewiet and
McCubbins, 1991)。

(c) 司法審查：也有學者認為是法院在
影響官僚的行為，特別是法院從行
政程序控制的相關審判來監視官
僚的行事過程與結果(Melnick,
1983; Macey, 1992)。

(d) 多頭控制：另一批學者也認為體系
的控制是來自多方面的(Hammond
and Knott, 1996)，比方說，學者
Moe(1985b)與 Wood and
Waterman(1991)就認為官僚體系
最主要的影響力是來自總統與國
會。

(e) 官僚自主：最後也有一批學者認
為，官僚體系事實上是自主的，因
為總統或國會偏好上無異議而產
生的充分的授權(Weingast,
1981)、因為資訊不對稱所產生的
自主(Miller, 1992 ; Envey and Miller,
1984)、與因為官僚面對多重委託人
情況而產生的自主性(Bryner, 1987:
74; Wilson, 1989: 237)。這種官僚自
主，也有學者從空間理論(spatial
model)中展現「官僚落差」
(bureaucratic drift; McCubbins, Noll
and Weingast,1987, 1989)的現象，顯
示官僚在政治上司集體決策的環
境中，具有執行上的自主權，有限
度的主導公共政策。如下圖一所
示，國會(C)、總統(P)與法院(L)等
「現勢聯盟」(enacting coalition)決
定執行政策 X 點，但是官僚體系對
於該項政策的偏好是 A 點，對於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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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體系最好的政策選擇將會是 X’
點2，因為，X’點是身處於上述三
個決策單位的「巴瑞多集合」
(Pareto set)當中3，離自己偏好最近
的一個政策點，雖然 X’點與 X 點
不同，但是三個決策單位無法形成
足以推翻 X’的聯盟，因此，d =∣
X X’∣就是所謂的「官僚落
差」。因著這種落差的存在，我們
就稱官僚體系擁有行政裁量權
(discretion)，而改善這種落差的努
力，就是行政裁量權政治控制問題
的核心。

圖一：「官僚落差」(bureaucratic drift)
圖表來源：陳敦源(2002a: 117)

前述官僚自主性的研究，主要有「順
服」政治與「超越」政治的兩種基本認知，
這兩種認知都各有其理論來源，因此學界
常呈現一個兩極的思惟態勢。一方面，強
調民主(政治)的這一邊，認為官僚體系應受
制於民主決策機制，回應人民的需求，將
民眾當作是「顧客」，民主在治理問題之
上優越的正當性無可質疑(Gruber, 1987;
Osborne and Gaebler, 1992; Osborne and
Plastrik, 1998)。

另一方面，那些將官僚體系當作民主
混沌本質守護者的一邊，認為從公共利
益、憲法精神、與倫理等公共行政的獨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它是三角形 PLC 與圓形 A 的切點。
3「巴瑞多集合」代表在這集合當中的任何一點，在多
數決上可以打敗在巴瑞多集合外的任何一點，也就是
說，任何政策空間上的政策現狀(statue quo)如果不是
在巴瑞多集合當中，就都會有「巴瑞多改進」(Pareto
improvement)的可能性。但是，在巴瑞多集合內的各
政策點之間，就沒有這種可能性，剩下的只有聯盟與
重分配的問題。

精神與使命，應該被重建 (Marini, 1971;
Wamsley and others, 1990; Frederickson,
1997)，其獨立的正當性是無可質疑的。這
種兩元的態勢，讓官僚體系在倫理上，必
須服膺時而相互衝突的兩套行為準則，加
上公共利益的模糊性與不確定性，讓「政
治/行政」二分問題的學術爭議持續延燒。
本研究接續過去兩年在官僚控制理論上的
研究路徑，站在官僚控制理論「超越」政
治的一方，討論「行政中立」的法制建構
過程中，制度起源背後的因素分析，再將
這個研究的結果，回饋到新制論內部的派
別整合的問題上，對理論與實務皆能做出
貢獻。

(2) 行政中立研究

「行政中立」(administrative neutrality)
是台灣行政學界回應民主化最核心的概
念，也是過去十餘年人事行政實務界推動
最積極的一個概念。學界對於行政中立的
問題，大多聚焦在其定義、內涵、及法制
化問題，而理論上也是著重在行政倫理、
公法、以及比較行政的角度 (請參許濱
松,1996; 施能傑, 1992; 林文益, 1992; 邱
華君, 1994; 陳德禹, 1992; 蔡良文, 1996
等)，主要探討民主化變遷之下，台灣官僚
體系改革的議題，而國外對於民主轉型與
官僚體系的研究，有針對行政中立的概念
進行探討(Asmerom and Peis, 1996; Baker,
2001; Wiatr, 1995)，也有從行政改革的角度
探討政務與事務人員的關係 (Peters and
Pierre, 2001)，當然，研究美國民主行政的
學者，也從「中立能力」(neutral competence)
的角度，討論官僚體系在政治環境中的角
色變遷(Heclo, 1975; Kaufman, 1992; Miller,
1994; Moe, 1985a; Rourke, 1992; Vinzant,
1993; West and Durant, 2000)。然而，行政
中立概念在新制度理論架的構架下，應有
再發展的空間，這種空間主要是來自於下
列三個問題。

其一，行政中立的意義是什麼？(What do
we mean by administrative neutrality?)

C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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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有不同的說法。如果從行政中立
法草案第三條「公務人員應嚴守行政中
立，依據法令執行職務，忠實推行政府政
策，服務人民」當中了解行政中立的意義，
我們會陷入一個套套邏輯(tautology)。如果
再檢視草案當中的內容，可以發現草案主
要規範了公務人員的「人」與政黨活動的
界限，但是對於政策上政務人員執意推動
討好自家選民的政策，公務人員如何做到
為公共利益服務、客觀、公正，似乎並未
給予重視，換句話說，即便該法通過，面
對政務人員違背公共利益的作為，公務人
員有何「誘因」(incentive)去獨自堅守行政
中立？

作者 2002 年的國科會研究，將「行政
中立」從規範性的層面釋出，視為一種「官
僚體系在政策空間(policy space)中向政務
系統『說不』(say not)的誘因結構」，也就
是說，官僚體系從民主的角度必須服膺政
治 上 司 的 領 導 ， 完 成 向 上 級 負 責
(accountability) 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必須謹
守公共利益的原則，負起責任(responsibility;
Levine, Peters, and Thomson, 1990)，也就是
說，當向上級負責與責任之間沒有政策衝
突，政務與事務關係單純，但是，當兩者
發生衝突，官僚必須有「勇於任事」的誘
因結構，才能真正落實行政中立。藉由這
樣的定義，有助於學界了解政黨輪替前
後，各種關於台灣「官僚自主」(bureaucratic
autonomy)結構的變化，進而了解台灣治理
結構的改變本質。

其二，行政中立的重要性是什麼？(Why
bother to have administrative neutrality?)

學界似乎只從行政倫理的角度予以接
受，並沒有從官僚與民主的理論角度作整
體思考。學者 Moe(1990: 227)認為，民主國
家的權力公開競爭，給治理帶來一個「承
諾問題」(problem of commitment)，他說：
「民主政體中的公共權威不屬於任何人… 
何人能夠在遊戲規則下贏得勝利，就有權
力去指使它，…今天公共權威所創造任何
事，可以合法地被明天的權威所取代或摧
毀，甚至不會有任何的補償。」台灣政黨

輪替之後，核四停建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也是來自於此。

根據 North and Weingast(1989)的研
究，十七世紀英王藉由允許議會制度的成
形，解決了王權無限上綱傷害財產權保
護，進而傷害經濟發展的宿命，造就了英
國十九世紀的繁榮。而官僚體系的存在，
則是讓任何在現狀遊戲規則之下失敗的政
團，不會因為下臺而全部失去，因此，官
僚體系在政策領域上的獨立與法制保護，
有維繫政權穩定，解決「承諾問題」的功
能(Miller, 2000)。據此，我們可以提出一個
理論問題：「2000 年新政府上台時，叫不
動舊官僚到底是好還是壞？是官僚夠中
立，能夠維持國家穩定，還是官僚太過僵
化，成為民主鞏固的絆腳石？」這樣的一
個問題，也指出官僚體系在民主政治環境
當 中 的 矛 盾 困 境 ， 社 會 學 者 Eva
Etzioni-Halevy(1998, 吳友明譯)曾正確描
繪出這樣的困境：「官僚政治給民主造成
了一個兩難的困境︰一個強有力、獨立、
非政治化的官僚體制對民主是一種威脅，
然而它對民主又是不可缺少的東西。由於
同樣的原因，民主也給官僚造成了一個兩
難的困境︰在目前這種缺乏連貫性的民主
政治之下，官僚體制既應獨立又要處於從
屬地位，在同一時刻內既要參與政治又必
須非政治化，這樣一來就使民主和官僚政
治之間形成了一種充滿了麻煩的共生關
係，或者說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自相矛盾的
關係︰官僚體制對民主來說是必需的，而
同時它對於民主又是一個經常性緊張、摩
擦以及衝突的來源。」

其三，是誰要行政中立？(Who wants
administrative neutrality?)

如果行政中立是一種脫離政治上司影
響 的 制 度 性 力 量 (above politics) ， 從
Horn(1995)的理論角度來看，「現勢聯盟」
(enacting coalition)對它的建立一定有制度
偏好(institutional preference)；換句話說，
官僚體系具有行政中立的制度性保護，對
其政治上司來說是一種權力限制的作為。
這就是為何李前總統可以在1990年的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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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合提出國家民主化發展需要建構行政中
立的宣示(聯合報，1990.5.1 第一版)，但是
卻在 1991 年的第一次修憲當中，將行政權
下的人事行政局合憲化，接著在 1992 年的
第二次修憲當中，縮限考試院權限的根本
權力矛盾所在。學者 Kaufman(1990: 484)
很簡潔的點出這問題：「任何接納行政建
構應該離開政治的人，為何能夠同時試圖
將官僚體系更多地放在行政權的管轄之
下？」4

另外，對官僚體系來說，行政中立是
「官僚影響政治最好的保護傘」(Knott and
Miller, 1987: 190)5，對公務人員來說，行政
中立的誘因結構可能是實踐「黑堡宣言精
神」最重要的條件(余致力, 2000)。但是另
一方面，行政中立所帶來的官僚自主，是
前述「官僚控制」理論擔憂官僚失去控制
(running away)的基礎，不論是官僚深耕政
策網絡所獲得的自主性(Carpenter, 2001)，
還是因為專業與資訊不對稱所帶來的決策
優勢(Niskanen, 1971)，都是政務領導所擔
心的控制問題。當然，官僚依照行政中立
原則「說不」也可能是一種逃避責任的表
現，Wildavsky(1998: 24)就曾說：「中立是
沒有立場，一種無能的客氣說法。
(Neutrality can be neuter, a polite way of
referring to impotence.)」6。

行政中立的法制建構，在本研究當中
被視為建構官僚自主、超越政治的一種作
為，這種作為，必定對於現狀的政治權力
聯盟，造成影響，因此，從制度起源的角
度來看，不同權力聯盟，對於這種法制建
構的作為，也會有不同的偏好，這種偏好
的集合，在賽局理論策略互動的架構之
架，就成為理性選擇制度論解釋制度起源
最重要的基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原文如下：“How can anyone embrace the notion of
keeping the administrative establishment out of
politics and at the same time placing it unambiguously
within the executive’s jurisdiction?”
5 原文如下：”The politics/administration dichotomy

has served as an umbrella for bureaucratic political

influence under the guise of neutral expertise…”轉引

自 Huber and Shipan(2002: 21, footnote, #13)。
6 感謝暨南大學孫同文教授提供這個雋語。

(3) 新制度論

新制度論是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
「行為主義」(behavioralism)風潮以來，
另一股具有「知性說服力」(an intellectual
persuasion; Robertson, 1993)的學術主流
思潮。為了要作為本研究的理論基礎，
接下來從分類、制度起源等兩方面來討
論本研究對新制度論不同分類間的個案
檢證基礎。

其一、新制度論的分類：

學界對於新制度論的分類，通常以
學者 Hall and Taylor(1996)的說法為
主。他們將新制度論分為「歷史制度
論」、「理性選擇制度論」、與「社會
學制度論」三種，國內學界也多沿用這
分類(江大樹，1997: 49-55; 孫煒，
2000)；但也有學者如 B. Guy
Peters(1999)將研究的範圍列入考量之
後，歸納出政治學新制度論七種不同的
型態學者 Kathleen Thelen(1999: 369-71)認
為，這些不同種類的新制度理論之間，卻
又不停地在互相越界當中「相互滋長」
(cross- fertilization)，不論是從地界版圖的
角度，或是從融合再生的角度，新制度論
都是一個正在激烈發展的學術領域。本研
究作者在其他著作當中 (陳敦源,
2002a)，提出一個新的分類架構，將目
前新制度論的相關研究，從方法論上的
「分析層次」(level of analysis)與「研
究途徑」(research approach)等方向來分
類。作者認為，從方法論上來分類，新
制度論可以分為受「經濟學」影響與受
「社會學」影響的兩大理論集團。前者
就是通稱的「理性選擇」新制度論，其
核心包括對人理性自利的假說、方法論
上的個人主義、與關注實證而非規範性
的研究問題等特色。根據學者 Barry
Weingast(1996)的說法，它內容包括了經
濟學中的「廠商理論」(Coase 與
Williamson 為主)與「經濟史」研究(以
North 為主)，加上政治學當中的「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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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以 Riker 為主)為其核心，當然，
以 Ostrom 夫婦為主的制度學派，也是理
性選擇制度論不可忽視的一支 (Ostrom,
1986; 1990)。事實上，這些研究總括來
說就是以經濟學方法探討各類 (包括公
與私)制度議題的研究集團。

而另一個以社會學影響為主的新制
度論，其核心則為對價值、文化等超越
個人之結構限制因素的關注、傾向方法
論上的全體主義、與不排除規範性議題
的研究取向。根據社會學者 Victor
Nee(1998)與 Ingram and Caly(2000)等人
的看法，社會學制度論則是包含經濟社
會學(economic sociology; Granovetter
and Swedberg, 1992)、新制度組織理論
(DiMaggio and Powell, 1991a, 1991b;
Scott, 1995)、與當代強調「系絡制約理
性」(context-bound rationality)之「經驗
社會理論」(empirical sociology; Coleman,
1990)。

其二，制度起源

制度起源的問題，從經濟學與社會學

的角度出發的新制度論最大的差異，可以

從一位學者的話中得到：「經濟學是關於

人類如何選擇的學問，而社會學則是關於

人類如何沒有選擇的學問」7。在這樣的態

勢之下，兩大集團之間有對於制度起源的

看法，有下列主要的三點差異。

(a) 個人偏好的內涵：經濟學的制度論

對於個人偏好的穩定性有一定明確

的要求，比方說，理性選擇中的效

用極大化概念，或是降低交易成本

等，制度起源與個人對於建構環境

以致於可以獲益的誘因有關。但是

社會學的制度論，對於個人層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原文如下：”…economics is all about how people

make choices, sociology is all about how they don’t

have any choice to make.”請參 Granovetter(1992:

56).

(micro-foundation)的描繪，則保持一

定模糊的空間，留給結構因素的解

釋。

(b) 集體選擇的環境：經濟學的制度論

將制度起源看做一個具有制度偏好

的個體之間，在現有制度環境中所

作的制度選擇，通常會使用賽局理

論、空間理論或是現勢聯盟(enacting
coalition)來描繪這個集體選擇的結

構；而社會學的制度論，雖然對個

人層次解釋結構的模糊，對於集體

選擇的本身，也有使用「否決者」

(veto player)的概念來討論，但大多

數都沒有固定的方式來建構這個集

體選擇的環境。

(c) 結構脈絡的影響：經濟學的制度論

將影響制度起源的因素，都給予了

具有策略行為的個體之間集體選擇

的結果，但是，社會學的制度論則

是對於某些歷史脈絡的接續影響，

有較大的關注，比方說「文化」的

概念，就社會學制度論者對於制度

起源的主要解釋變數之一。當然，

兩種看法之間，也有某種交集，比

方說，「路徑依循」(path dependence)
的概念，就是兩方都使用的概念，

只不過在個人層次的解釋上，有所

不同。

回到本研究保訓會的起源議題，不同

的制度論，就會有不同的解釋方式。對經

濟學的度論來說，在現有決策結構當中的

策略行為者所組成的現勢聯盟，就理論上

的思考，理應沒有建構公務員保障機制的

誘因，因為公務人員保障機制就是強化公

務體系對政治上司「說不」(或是勇於任事)
但不受報復的機制，等於弱化行政部門的

人事權，因此，如何深究當時成立保訓會

各方勢力的妥協實況，則成為本研究的重

心。這個過程的內涵，則是策略行動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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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考量包括互動承諾(commitment)、監控

(control)等與交易成本相關的因素之後，相

互妥協的結果。

而社會學制度論的看法，則可以說保

訓會的成立，是一種公務人員的地位，從

過去「特別權利義務關係」轉變到「公法

上的職務關係」的一種潮流所致。民國十

九年司法院院字第 311 號解釋「按訴願之

提起，係人民不服官署處分之救濟方法，

下級官吏對於該官上級官廳，就其監督範

圍以內所發命令，有服從之義務，不得援

引訴願法提起訴願」所規定的公務人員「特

別權利義務關係」，到大法官 187, 201, 243,
266, 298, 312, 323, 338 等解釋之後，改變對

公務人員與國家關係的結果。

這兩種不同的解釋，成為本研究最重

要的經驗研究核心。本研究主要問題在

於：「如果保訓會的成立，代表對行政體

系「官僚控制」的一種節制作為，為何發

生在國民黨政權依然穩固的時期？」理論

上，如果經濟學的制度論無法從理性選

擇、交易成本、與互動策略的角度，作出

合理的解釋，則我們可能就要接受由社會

學制度論，關於「潮流所致」的解釋，也

就是說，制度起源過程中，「文化因素」

比「計算因素」來得重要，以上的經驗驗

證的作為，也可以稱為「關鍵個案研究」

(critical case study)。

三、結果與討論

官僚自主性的起源與變遷，是一國建
構國家機制的關鍵作為，但是，它基本上
是一種政治活動，需要一個研究的焦點，
本研究選擇「行政中立」 (administrative
neutrality)作為這個焦點。主要是行政中立
是政黨輪替前後，我國公務員訓練實務的
核心之一，然而，對於行政中立的定義及
其實務應用的內涵，仍然是在行政倫理的
範疇當中，也就是說，行政中立是一個在
應然面討論，但在實務上有急切實現壓力
的議題。本文藉由文獻回顧以及空間理論

的應用，在這個研究焦點上歸納出下面三
個重點。

其一，從制度論的角度來看官僚自主
性的問題，我們對行政中立有了全新的看
法，主要是將行政中立從限制政治活動的
概念，改變成為政治勢力創造政策「說不」
(say no)的誘因結構，行政中立法草案當中
對於行政中立事項，大抵著重在公務人員
不得在上班時間參與政治活動，以及禁止
使用職權在公部門內發展政黨組織及影響
力，這樣的規範主要是以「人」為單位，
然而，事務人員所秉持的為「公共利益」
服務，事實上應該包括在政策形成過程
中，面對政治上司討好自家選民的「巴瑞
多劣勢」(Pareto Inferiority)政策，有足夠的
誘因能向這樣的政策「說不」的空間。

其二，政黨輪替的機會，讓事務機關
政策「說不」的誘因結構自然展現出來，
在政黨沒有輪替的前提之下，如果事務人
員的升遷與考績，與他是否順從政治上司
的政策指令相關，則事務人員毫無選擇必
須服從，然而，如果政黨輪替成為可能，
長期來說，因為政治上司的輪替成為常
態，事務人員可以預期這種輪替的可能，
因此，為了平衡不同黨派上台的可能，極
大化自己的升遷與考績的前提之下，事務
人 員 產 生 「 不 完 全 服 從 」 (imperfect
obedience)政務領導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
成為行政中立重要的誘因結構基礎。

其三，由於行政改革本身就是一種政
治行動，揭開表面美麗的口號，我們看見
學界需要了解「是誰要行政中立」的問題，
除了政黨輪替所產生官僚體系對政策「說
不」的誘因結構之外，相關官僚體系法制
體系的建構，包括公務人員服務法、保障
法等，也是強化這種誘因結構的機制。然
而，從「制度起源」(institutional origin)的
角度思考，是在野黨還是執政黨希望建立
官僚政策自主？答案很明顯是在野人士，
希望限縮執政者指揮官僚的權力，如果將
政黨輪替的可能性再度加入考量，將要輸
掉選舉的執政黨，也有誘因要通過強化官
僚政策自主的法制建構，因為如此才可藉
由官僚自主的提昇，維繫自己當政時期所
建構的政策方向。

當然，本研究也有三項限制，值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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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首先，本文中的官僚體系，是依循理

性自利的選擇模式，這種模式可能無法解

釋從結構來的因素影響(比方說，文化)。再

者，官僚自主的空間出現，並不代表官僚

體系就會因為公共利益而向政治上司「說

不」，相反的，官僚來可能因為自己的利

益，對不同政治單位作出政策讓步，以換

取自身較好的照應，這問題本研究並未處

理。

四、計畫成果自評

(一)本研究對國內學界有下列三方面的助

益：

其一，本研究有助於釐清我國官僚體系發

展的定位問題，找出目前政府改造歷史與

結構的癥結所在，也為公共行政學界研究

官僚體系的問題，開闢一條可行的研究方

向。

其二，本研究對於新制度論作為一個研究

工具的發展，做出貢獻，本研究設計將理

論與經驗的結合，有助於充實新制度論流

於空泛的批評，特別是理性選擇新制度論

的應用方面，經過「關鍵個案」的研究，

更有利於該學派未來的發展。

其三，本計畫預期將會產出兩篇期刊論

文，第一篇是從新制度論建構台灣官僚體

系行政中立制度結構問題，第二篇則是以

我國保訓會成立的過程，從不同制度論觀

點的比較論數，主要展現台灣民主化與官

僚體系自主性的變遷問題。當然，上述文

章的產出，也有助於往後從事人事制度改

革實務工作上，許多重要概念與觀點的釐

清。

(二) 未來後續研究內容：

其一，驗證與強化制度源起相關理論在個

案研究上的信度與效度，繼續尋找台灣個
案下的各種可能研究的標的。

其二，行政中立在公共政策決策上的表
現，也需要個案來進行研究。

其三，行政中立的測量以及政黨輪替前後
官僚體系行政中立意向與實際內涵的研
究，有助於我們了解台灣官僚體系在民主
化過程中的角色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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